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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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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契约理论阐述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逻辑关系,由契约演绎生成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逻辑前提,

而公民问责则是保持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张力的有效路径。为此,契约论可以作为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与其

他问责方式相比,公民问责具有独特的价值。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公民问责,关键是要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

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以及加强公民问责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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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民问责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异体问责形式,
是深化行政问责发展、提高问责效能的关键。公民

问责即公民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

义务的履行情况而实施的、并要求其承担否定性结

果的权力监督活动。具体地说,就是指以公民为行

政问责的主体,以实现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为目

的,以政府及其官员为对象,以批评、建议、检举、揭
发、申诉、复议、诉讼等公民权利的行使为手段,对政

府及其官员履行责任情况所实施的监督和责任追

究。[1]公民问责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应有之义,是现代

公民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问责的未

来发展趋势。当前,对公民问责进行理论探源和制

度架构的研究是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课题。

一、公民问责的理论基础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如契约理论、新公共管理理

论和善治理论等,都为公民问责提供了丰富的理论

资源,其中契约理论是公民问责的根本理论依据。
(一)契约理论阐述了人民主权和政府治权的逻

辑关系

“自然状态”是社会契约论者建构自己理论体系

的基础和前提。尽管“自然状态”在霍布斯、洛克和

卢梭等不同论者的心目中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不约

而同地设定人在自然状态中可以用一切办法保全自

己,对所有物有无限的权利。契约的签订不过是实

现个人目的的手段,而信守契约正义的根据在于保

全自己生命的理性命令,即自我保护这一自然权利。

这种自然状态以平等、独立、自由的个人存在为前

提,以个人权利(人民主权)为缔约的根据和理由,以
选择和合意为缔约的根本内容,以权利和义务的对

等性为原则,明确提出政府是受主权者委托而产生

的,是主权者的执行人。契约理论确立了“人民主

权”思想,表达了人民主权是政府权力的逻辑起点,

即如果没有人民主权,也就不可能有政府权力。相

对于“人民主权”,政府的权力只能算得上是“治权”。
“人民主权”是人民及其代表表达自己治理国家公共

事务政治意志的一种权力,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政府

治权则处于从属地位。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

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人民可以委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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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撤换他们。契约以政府履行保护公民政治自

由和生命财产安全为条件。当政府行为违背了“公
意”时,政府的权力就是“非正义”的,人民就有权追

究政府的责任。
(二)契约演绎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逻辑

前提

契约意味着契约主体由同意和允诺而产生的某

种义务、责任和权利。[2](P10)依据契约思想,政府权力

的所属主体是社会公众,政府只是公共权力的执行

主体,而不是所属主体。公众将属于自己的权力交

给政府是为了获得权益的保障;而政府作为权力的

代理人必须履行保护公众权利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责

任,对社会公众负责。公共权力的所属主体与执行

主体的分离使政府责任约束政府权力成为一种必

然。因为权利是一种自由行动的要求和利益诉求,
而权力则是一种具有强制性和支配性的力量,一旦

形成,既可能服务于其主体也可能反噬其主体。政

府一经产生就具有权力支配上的绝对优势。这种权

力优势和信息优势由具体行政人员来执掌,一旦与

人性的弱点联系起来,就必然会产生有悖于政府公

共性的行为,造成侵蚀、危害公共权利和利益的后

果。[3](P35)在实际生活中,政府的实然权力往往有僭

越应然权力的倾向。因此,需要制约行政权力。而

责任既是政府产生的理由,也是限制、约束和规范行

政权力运行方向的基础性因素。公众和政府契约关

系能否存续取决于政府责任履行的充分程度。因

此,契约论蕴含着政府在行使权力之时必须承担相

应的责任。客观存在的政府责任是公民问责的前提

和基础。没有政府责任,公民问责就成为无本之木、
无源之水。

(三)公民问责是保持公民与政府之间契约张力

的有效路径

从契约论的视角来理解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其
基础是一致形成的共同意见,其核心是权力行使与

责任担当的双向依存。通过契约把政府与公民联系

起来,而这种联系存在着某些“张力”。“张力”本是

自然科学的一个概念,它表达的是一种既相互联结

又朝着相反方向伸展的作用力。张力太小,物体作

用力方向相同,反作用力不强,失去了活动能力;张
力太大,物体就会断裂,以至于分离,失去相互了作

用。本文借用“张力”概念,是把张力看成一种既相

互联结又相互制约,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对立

统一关系属性。从公民的角度来看,通过纳税的形

式“支出”经济给予政府以财力支持,二是通过“让

渡”权利并遵从政府权力保障政府的政治合法性。
相应地,政府就应该担当起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供
给公共服务的责任,即建立一个高效廉洁、公平正义

的政府。在当今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态下,政府权力

作用于公民的力量还很强大,因此,必须寻找到一种

能够从相反方向平衡这一力量的反作用力。换句话

说,从公民的角度应该形成一种对于责任政府的张

力机制。[4](P175)“公民问责”就是保持政府与公民之间

契约张力的有效路径。

二、公民问责的实践价值

与其他问责方式相比,公民问责一方面往往与

其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具有问责积极主动,追责态度

坚决,究责彻底等特点;另一方面问责的主体广泛,
可以构筑起对权力运行广泛而全面的监督网络。因

而,公民问责具有独特的实践意义。
(一)保障政府对“公意”负责

作为一种异体问责形式,公民问责具有“同体问

责”无法比拟的优势。同体问责有诸多弊端,易妨碍

问责的公正性,如由于彼此的熟识而大事化小、小事

化了;囿于部门利益关系而充当好好先生息事宁人;
怀着“遮羞”的心理而不闻不问等。与此相反,异体

问责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不易受行政机关的约束

和制约。[5]政府虽然是公共利益的代表,但其也有自

利的一面。因而在理论上作为民意代表的政府,实
践中并不能总是代表最广泛的道德认同,而这种认

同很难靠政府自身的力量能实现。“政府的专横跋

扈,唯有在公民对政治抱持冷淡态度,以及没有尽到

控制的责任等情况之下,才会发生。”[6](P622)以公民问

责为代表的“异体问责”,相对而言,立场更公正、态
度更坚决,实施更彻底,从而能从根本上避免问责流

于形式的弊端,进而保障政府真正对“公意”负责,体
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要求。

(二)促进“民本”的政治道德

公民问责具有权力机关、民主党派等其它异体

问责所不具备的优势,有着其他问责方式不可替代

的作用。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

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权力机

关、民主党派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监督者,虽然

会对政府是否履行责任进行监督和追究,但政府是

否履行责任以及责任履行的程度如何,有时对权力

机关、民主党派并无直接影响,这样就难免发生“事
不关己”而“高高挂起”的现象。而对社会公众而言,
政府职责履行程度事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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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对政府是否履行责任,履责的程度如何更

为敏感,比权力机关、民主党派更具有监督与追究的

自觉性和彻底性。公民问责 VS政府应责,可促使

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沟通,进而督促政府想民众所想,
急民众所急,真正把“权为民用,情为民系,利为民

谋”落实到实处,从而推进“以民为本”政治道德的

构建。
(三)培养“官民”的合作信任

公民问责作为一种直接指控或追究政府及其官

员责任的社会活动,表面看来,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

成官民的关系紧张,不利于社会和谐。其实不然,从
长远来看,公民问责促使政府应责,一种经常性的问

责———应责关系,有利于导向一个合作社会的构建,
进而促进社会信任关系的形成。在现代政治生活

中,“尽管信任不是借助于协商和承诺的政治的唯一

条件,但没有信任,这些方式就会陷入瘫痪。”[7](P18)

社会转型期需要谨慎地对待一切关涉社会信任关系

的行为选择。公民问责的实质是公民参与治理的过

程,与政府、社会等治理主体形成“善治”的实践,政
府与公民之间能围绕公共事务真诚交谈和协商。这

样,政府决策将赢得更多的支持,公民行为将获得政

府的信任。由此,公民对官员的信任感增强、政府对

公民的亲和力也会提升,这样也就增进了政府和公

民之间的信任程度,扩大官民的合作空间。

三、公民问责的制度架构

公民问责对于深化行政问责发展,提高问责效

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目前为止,公民问责发

展还很不充分,还存在问责文化落后、问责制度不健

全、问责保障缺失等问题。鉴于当前的实际状况,应
从三方面进行发展和完善。

(一)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

现代公民意识是公民问责的首要前提。只有

“人民的权力高于一切、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公民意

识深入民心,人民才能踊跃参政议政,公民问责局面

才可能真正形成。在中国,受传统封建主义思想的

影响,营造公民问责的组织氛围需要一个长期的渐

进过程。首先,最大限度消除“官本位”思想的负面

影响。这就不仅要加强对地方政府公务人员的思想

教育,淡化“官念”;还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以全方

位、多层次、宽领域的 “阳光行政”监督权力的运行,
减少官员的“含金量”。其次,培育强调公民主体意

识的公民文化。培育公民文化,应加强公民自主意

识的培养,在社会成员中建立公民观念、纳税人意

识,抛弃“臣民”、“子民”观念,并培养公民的民主法

治观念,充分重视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公民自

主意识的形成,是公民问责的主观条件。再次,培养

民主行政的理念。民主行政理念包括:(1)平等观

念。政府管理过程中,平等观念的贯彻要求坚决反

对和消除特权思想、等级观念,坚持政府管理者与公

民、公民与公民、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普遍平

等。(2)服务意识。这就要求政府及其公务员必须

改变以往只“管”的思维和方式,树立 “管理就是服

务”的意识,以公民为中心,为公民提供优质、满意的

服务。(3)参与意识。在公民问责的框架中,以积极

有效的公民参与为前提,因而公民的参与意识尤为

重要。
(二)健全公民问责的制度安排

制度文明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公民问

责制度化建设是制度文明的应有之义。公民问责是

一项系统的工程,需构建一整套保障公民问责的制

度体系,宪法和法律框架内,赋予公民问责的广泛权

利,明确公民问责的内容、方式、程序和途径,使公民

问责制度化、经常化。首先,构建异体多元的行政问

责体系。异体问责主体具有相对独立性,与行政机

关也没有直接利益牵扯,具有与行政体系内部问责

无法比拟的优势,有利于提升问责实效。我国的异

体多元问责体系主要建立在民主党派、公民(人民大

众)、新闻媒体和人民代表大会这四种力量之上,而
关键是要建立以公民为主的异体多元问责格局。广

泛的公民参与是异体多元问责体系完善的重要标

志。其次,完善公民问责的机制。(1)建立公众参与

机制,畅通公民问责的渠道。公民参与是公民问责

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广泛的公民参与,公民问责就成

为无本之木。当前的参与机制还不是很畅通,因此

需建立一套开放透明、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公众参

与机制,确保公民问责的渠道畅通。(2)健全信访制

度、改进听证会制度。信访是我国公民一种利益表

达的合法手段,也是我国公民一种政治参与的方式。
但现有信访制度还需进一步改善,例如应加强对上

访人的权利、人身安全等方面的保护,防止对上访人

的打击报复。要对听证会制度的程序进行详细规

定,保证听证中公民的意见能够得到及时回应。[9](P3)

加大民意调查、回应公民“需求”。只有真实地了解

民意,政府才能更好地制定政策为人民服务。以公

民问责的形式,促使政府回应公民的“呼声”,使公民

的价值得到认可与尊重。再次,建立健全公民问责

的配套制度。(1)加快公民问责的法制进程,推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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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问责。问责程序主要包括责任的认定程序、问责

的启动程序以及问责的回应程序等。当前迫切需要

加快行政问责的立法进程,以法律或法规的形式确

定问责程序确保公民有效参与问责,以“公民社会监

督国家权力”的形式保证问责的有效性。(2)公开政

务信息,健全责任监督机制。公民对政务的知晓,是
公民监督政府及其官员的前提,没有政务公开,公民

问责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政府信息的公开性、政
务的透明度,能不断增强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从而

促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与理解,实现政府与公民的

良好合作,达到“善治”。[8]

(三)增强公民问责的政策支持

由于公民在政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国家和

社会就应当给予其必要的支持和激励。(1)舆论引

导。公民问责首先要知情。如果公民不了解政府官

员的行为,也就谈不上监督和问责。在当前政府与

公民双方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媒体报道是解决双

方“信息鸿沟”的重要机制。媒体客观公正地报道行

政失责行为,可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而迫使行政

当事人对其所作所为接受公众的诘问。而新闻媒介

的舆论引导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能力培

养。不同文化素质的公民参与,对行政问责的后果

会有不同的影响。培养公民能力、提高公民素质是

提高公民问责实效性的前提和基础。因此,要加强

对公民的政治知识、法律知识和行政知识等方面的

教育,提升公民问责的理性和水平。(3)物质奖励。
物质奖励是推动公民问责发展的强大动力。西方国

家行政公益诉讼的重要激励机制就是对胜诉原告的

物质奖励。因而,应当考虑通过某种办法给予公民

的问责行为予以适当的物质鼓励,对公民问责行政

机关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应分门别类、分等级地进

行财力支持。(4)权利保障。如果公民不能保障自

己的人身安全、不能享受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就很难申张和维护个人权益,也很难

有效地参与到行政问责当中。在我国当前的制度环

境中,“民告官”充满了艰难和坎坷,信访者的合法权

益经常受到侵害,举报人和证人更是受到打击报复,
这些沉重的事实严重地打击了公民问责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于是,通过法律援助制度保障公民问责权

利显得至关重要。特别是那些受行政权力侵害的

人,尤其需要专业的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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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supportandinstitutionalframeworkoncitizen
participationinaccountability

WU Hong-xing
(MobilePost-doctoralStationofPublicAdministration,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Contracttheoryisthebasisoflinktoplaytwo-wayexerciseofpowerandresponsibilities,the
contractualliabilitygeneratedbyContracttheoryisthelogicofthepremiseofaccountabilityofcivil,and
civicaccountabil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maintain the contracttension between citizens and
governments.Therefore,contracttheorycanbeusedasthetheoreticalbasisofcivicaccountability.Civic
accountabilityhasespecialvalueexceptothers.Todevelopandimprovecivicaccountabilityinourcoun-
try,thekeyistocreateanorganizationofcitizensclimatetoparticipateinadministrativeaccountability,

tospeedupconstructionthecitizenparticipationindemocraticpoliticalsystem,toimprovetheinstitu-
tionalarrangementsforcitizenparticipationinaccountability,andtostrengthenthecitizenparticipation
inaccountabilityofpolicysupportandsoon.
Keywords:Civicaccountability;contracttheory;frameworkof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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